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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磁事业的新征途

1956年，我国制定《1956—1967 年科学技
术发展远景规划》，地磁学研究被列入规划。这
给“缺兵少将”的地磁研究队伍带来了新机遇。

同年，地球物理所成立“中国科学院地磁
测量队”，并向中国科学院申请调来一批学习
物理和测量的大学毕业生，让他们一边学习，
一边工作，还派人出国进修。

刘长发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加入地球物
理所的。“和我同期加入地磁组的薛小桢、任国
泰、徐元芳，基本都是学测绘的，一开始因为担
心要改行，以前学的技术用不上，还有点不情
愿。”如今已 90多岁的刘长发，对 70年前的那
些事仍然记忆犹新，“可是第一次见到陈宗器
副所长时，这样的大先生一直微笑着跟我们说
话，让我们的心立即安定了下来。”

几个小伙子决心像陈宗器所期待的那样，
努力成长为测量队骨干，努力发展中国地磁测
量事业。由于几个人学的是工科，陈宗器提出，

要具备地磁研究的能力，他们还需要补习外
语，以及数学、物理的基础知识。

当年，地球物理所与北京大学联合设置地
球物理专业，刘长发等人接受委派参加旁听。
他至今还保存着当年在北京大学的听课证。

通过听课学习、参加地磁业务知识培训，
以及野外测量实练，地磁科技人才队伍迅速成
长起来。他们对地磁工作从开始的陌生到认
识、再到熟悉直至热爱。不久后，这批年轻人投
入到地磁测量的任务中。

1957年 6月至 1958年 5月，地球物理所
与石油部合作，派出 3个地磁测量组共 10人，
开展西北地磁测量。刘长发负责建立敦煌等 3
个临时地磁台站，他用特批的公文皮包，装了
少量野外补助现金和联系介绍信，以及便于临
时开证明的“中国科学院地磁测量队”印章。为
避免发生意外，他又将公文包放在高中时用的
旧书包里，一直背在身上，“谁也不知道里面装
有重要的钱物，很安全”。

这一期野外测量工作，他们共获得 41个
地磁测点以及 3个临时地磁台站的记录资料，
并将这些资料及时提供给青海省和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的石油管理部门。这是地磁测量资料
应用于中国石油勘探的一次成功尝试。

当时，青年地磁人才逐渐可以独当一面。
1957年至 1962年，包括这些人在内的地球物
理所 20余人，先后在西北、西南和福建沿海等
地区，完成 445 个地磁测点的地磁测量，于
1964 年编印出版了 1800 万精度的《1960.0
年代中国地磁图》。

3 从转行组队到独当一面

▲在陈宗器领导下建成的地
磁绝对观测室。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供图

我国第一张全国地磁图的完成，离不开
我国地磁事业的开创者、1950年被任命为地
球物理所副所长的陈宗器等科研人员的早年
积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宗器带领并参与
了我国西北荒原的科学考察，负责天文、地形
的测量，并兼管磁偏角测量工作，逐渐形成了
发展、建设中国地磁学的初步构想。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石油矿藏区的磁异
常信号在指示隐藏油田和矿产方面具有独特
应用价值，陈宗器的这一构想有机会变成规
划，并得以逐步实现。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全国地磁
观测及绘制地磁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服
务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当年，飞机、舰艇的
导航都要依靠地磁。

在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之际，这一践行
过程被认为是“地磁红军”的“长征”壮举。
他们首先面临的是地磁台站稀缺的问题。地
磁场无处不在，并且时刻变化，因此，地磁观
测需要在尽可能多的地点进行长期的数据
记录。

我国地磁工作的建制化研究能够开展，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中国科学院的建制
化组织体系。在上级组织的领导下，地球物
理所地磁组由陈宗器领导、研究员陈志强主
持，收集整理出大量华东、华中和华南等地
区的磁测资料，并派出科研人员进行其他地
区的补测。

在西北科考时，陈宗器曾给妻子写信道：
“二三步外的人物也不能见，躲在帐内也顷刻
积沙二三寸厚，当面吹来如刀割一般。在这样
严寒的天气，只有‘堕指裂肤’四个字形容
得。”野外测量条件之恶劣可见一斑。

然而，他同时又写道：“我不能叫苦偷
懒，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在这样的精神激励
和传承下，1950年至 1953年 9月，地球物理
所刘庆龄、胡岳仁、周炜、章公亮等人，分别
组队完成了对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野外
地磁测量。

结合 300 余个新老测点包括磁偏角
（D）、地磁水平强度（H）和磁倾角（I）等在内
的测量信息，他们于 1953 年手绘完成首幅
全国地磁图，并配合石油工业部在柴达木盆
地找油，同时将地磁观测运用于地震预测、
军用地磁导航，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及科
学研究服务。

这套精度为 1800 万的地磁图于 1955
年正式出版并通过审查审评。时任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竺可桢指出：“《1950.0 年代中国地
磁图》代表了中国科学水平。”

徐文耀屏住呼吸，轻轻旋动刚悬好的石英丝

上端，借助扭力，石英丝下端坠的小磁针轻微扭

动。徐文耀静静等待着小磁针静止下来，记录下

这次测量出的磁偏角。

“扭的力太小，石英丝不足以带动磁针扭

转，扭的力稍大些，那比头发丝还细很多的石

英丝又会断掉。”对于 60多年前参与野外地磁

测量的经历，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以

下简称地球物理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前身之一）原所长徐文耀至今仍然历

历在目。

高分辨率、高精度的地磁图编绘，对于探矿、

防震减灾、导航等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自 20世纪 50年代首张全国地磁图编绘出

版以来，中国地磁学在实验观测技术、理论和应

用研究等方面均取得重要进展，包括开展了青藏

高原、南极地磁考察，完成了 20世纪 70年代首

次全国地磁普测任务，不仅开辟了震磁效应、生

物地磁学等新的研究领域，更为国民经济发展和

国防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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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数量增长数倍，因之所获得的地磁数
据几乎是海量增长，相应的数据处理和计算问
题随之而来。

徐文耀表示，地磁图编绘是一项综合研究工
作，不仅涉及浩繁的数据整理、通化和组织工作，
而且与数学模型的选择、数值方法的比较、误差
分析和边界问题的处理有密切关系，又与主磁
场、长期变化、局部异常特征及其成因等物理问
题的深入研究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方面要消除观测数据中太空磁场的数

据干扰；另一方面，所有观测数值要通过计算，
归算到 1970年 1月 1日 0时的相应值，以往只
能用手算、珠算或手摇计算机，太慢了，错误率
也高。”夏国辉说。

所幸，地球物理所在 1970年购买了电子
计算机，夏国辉率先学习使用。当时的计算机
依靠打孔输入数据，只要孔打对了，就基本不
出错。他很快掌握了用法，又开始建立地磁场

的数学模型。这是我国首次采用计算机进行地
磁数据处理。

有了准确的科学数据，1300万精度的手
绘《1970.0年代中国地磁图》于 1973年 12月编
印出版，首次采用大比例尺的等值线和等年变
线图。1978年，“1970.0年代中国地磁图和地磁
场模式”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首次全国地磁普测任务迄今仍是我国“四
最”纪录保持者：地磁测点最多、地磁图质量最
高、地磁场模型精度最高、相关地磁资料使用
率最高。

其后以 10年为一个周期，夏国辉、安振昌
等完成了 1980.0年代、1990.0年代的地磁测量
及相应年代地磁图的编绘，徐文耀带着博士研
究生魏自刚等接手了 2000.0年代的工作。

2005年，这项工作交接给中国地震局来承
担，并按国际惯例将编绘周期缩短为 5年。

几十年来，随着地磁事业的开展，我国测

量技术由单纯的地磁经纬仪的磁法和天文经
纬仪的天文方法测量，逐渐发展到电法数字显
示，包括数字化核旋磁力仪与 GPS卫星定位的
空间技术相结合的综合测量。同时，包括海岛、
海洋在内的地磁图编绘逐步完善，为维护国家
海洋主权和权益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持。

如今的中国地磁研究队伍的技术与规模
已能与世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地磁红军”早
已不复当年“堕指裂肤”之苦。

秉承老一辈地磁学家的“长征”精神，在新
时代的行星磁场“长征”中，中国科学院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青年科研骨干们也硕果累
累———建立我国首个火星全球磁场模型，自主
研发的高性能磁测仪搭载祝融号火星车获得
火星表面磁场数据，论证天问四号木星磁层探
测任务……

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长征”，早已踏上
了全新征途。

为了研究地球磁场长期变化规律，永久性
及临时性地磁台站必不可少。在新中国成立之
前，老一辈科学家和外国学者合作建过 3 个地
磁台站，做过短期、区域性观测。而新建一个
永久性地磁台站，在当时需要耗费几十万元。

其他的问题更是多如牛毛。例如，科研器材
缺乏、地磁测量仪器装备落后，只能依靠昂贵的
进口仪器，甚至连最起码的具有无磁干扰的铜螺
丝都很难找到。

1950年地球物理所刚成立，就开始规划中
国地磁台站的建设。但地磁台站的选址、建设等
方方面面的细致考量，往往要耗费数年时间。

在地球物理所地磁研究室即第五研究室担
任过副主任的刘长发，在 20世纪 80年代负责中
国科学院地磁台链的台站建设与观测研究。

他参加过的选址工作都是纯人工考量的，
既要远离交通线、电力线等产生磁干扰的人工
环境，又要与海岸保持距离，以免受到潮汐冲
击的震动影响，还得避开矿藏等磁性物体，占
地面积小至 22.5亩、大至数十亩。尤其备选台
站的地磁场分布及变化水平需要在空间、时间

上保持平稳。诸多条件差一个，就要重新选址、
重新测量。而在地磁观测室、记录室等开展工
作，直到现在都要摘去手表、项链、戒指等会产
生磁干扰的物品，如果鞋子、皮带上有金属制
品，也都得脱下。

1955 年，中国科学院决定参加首次国际大
规模科技合作活动———首届国际地球物理年
（IGY）的同步观测，并成立 IGY 中国委员会。
在此推动下，我国建成了长春、北京、拉萨、广
州、兰州、武汉 6 个地磁台站，它们与后来补建
的乌鲁木齐台站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接收的法
属上海佘山台站一起，被业内称为“老八台”。
“老八台”为中国地磁台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

了初步基础，为中国地磁学后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为参加 IGY观测，地球物理所研究员刘庆

龄主持并仿制了拉苛型三分量地磁记录仪，成功
研制出 57型地磁记录仪，能够记录 D、H、I三要
素，并旋即生产了 14套。

此后，中国地磁台站第一次用上了国产地磁
仪器，并在 IGY期间获得一批珍贵的地磁观测
资料。

1964年至 1966年，地球物理所先后派出
40余人次，完成了青藏高原的 93个地磁测点
测量，其中安振昌、王世元在珠穆朗玛峰 6565
米处，完成了当时世界地磁测量史上海拔最高
的地磁三要素 D、H、I绝对值测量。在这些工作
的基础上，1300万精度的《1965.0年代青藏
高原地磁图》于 1968年编印出版。

1969年 1月，地球物理所承担了全国地磁
普测任务，任务代号“3912”。此时，第五研究室
已有 67人。但棘手的是，测量组人手有所减
少，只剩下 8人。

没有测量，何谈数据和绘图？已经成长为
组织管理人员的刘长发有点着急，找到中国科
学院办公厅商讨选调人员问题。令他意外的
是，接待同志早有准备，拿出了一份 30多人的
花名册。经过协商，最后选定 24人参加培训，
学习如何掌握仪器、如何观测。当年 5 月，
“3912”队正式组建。

1969年 6月 15日，第一期“3912”队在北京
天安门宣誓后出发。此后，6个野外组，每期 6个

月，分期分批共 100余人次奔波在祖国大地上，
开展第一次全国地磁普测。

地球物理所研究员夏国辉参与了野外测
量，也参与了回京后的地磁图编绘。他还记
得，当时的测量组构成与以往基本一致：每组
一辆车，配备至少 1 位地球物理所的专业人
员，加上司机不超过 4 人，各分担地磁三要素
D、H、I的测量。
“当时的地磁测量，还需要白天借助太阳、

晚上借助北极星，所以为了保证测量准确，很
多人得连轴转，或者在重庆这样的地方‘抢’晴
天。”夏国辉回忆。

野外测量面临种种困难。夏国辉认为其中
最难的是给车加油。“在上海、成都这样的大城
市还好一些，到了物资匮乏的偏远县城，更是
难上加难。”

首次全国地磁普测于 1972年 8月完成，整
支队伍耗时 3年多，行程 36万多公里，测量了
遍布全国陆地与海疆的 1882个测点的地磁三
要素。

1“堕指裂肤”仍不弃

▲首套全国地磁图归档材料。

▲57型地磁记录仪。

1936年，陈宗器在东南沿海地区开展地磁测量。

2 借力建成全国地磁基本台网

4 承担全国地磁普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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